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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虑到当前创新环境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技术耦合系统已成为一个受系统内外因共同影响而发生演

化的开放系统。在为耦合系统构建状态空间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求解该模型，刻画科学技术化强度和技术科学化强

度，据此分析科学与技术互动产生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评价 29 个省份的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并测度地区科

技发展所属耦合路径类型。研究表明，不同省份推进科学技术化进程和技术科学化进程的差异性显著；科学与技术

耦合效果最佳并不能说明地区科技发展速度最快；绝大多数省份的科技耦合路径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占比最小的

路径为技术强势路径。基于不同省份的耦合情况差异，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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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与技术耦合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一大前提。2018 年 1 月 3 日，李

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不仅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还要力推应用技术创新，以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融

通。然而，目前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孤岛现象”仍较严重，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仍倾向于以封闭且自我循环的方式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发展。为此，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被逐步纳入相关部门科研考核评价体系。为完善科研

考评体系，中央出台了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强调，要推进协同创新，加强创新载体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形成

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创新服务支撑体系。为落实这一政策的引导作用，应在注重科学、技术研究各自分工的基础

上，充分挖掘科学与技术耦合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从科学与技术的性质及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入手，探讨科学

与技术的互动效应，并评价两者的耦合效果，对加快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融合，实施中长期目标导向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促

进政府研发管理职能向创新服务职能转变，均具有深远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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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献综述 

科学与技术耦合是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科学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技术是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手

段和方法总和[1]。国内外学者从科学技术史视角探寻科学与技术耦合规律，并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其涵盖的观点主要包括 3类。

一类观点认为，基于科学的创新是实现科学与技术耦合的前提条件[2]。第二类观点认为，基于技术的创新是实现两者耦合的前提

条件，这种创新不仅可以通过改进、调整、组合已有技术实现，还能应用已有科学知识并结合相关技术知识进而促进技术发展[3-4]。

随着后现代范式的奠立，这种创新模式逐渐成为创新的重要路径[5]。第三类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耦合是具有应用导向的基础研

究与具有基础理论背景的应用研究共同作用产生的，且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是实现科学与技术耦合的两个重要方面[6-7]。林

苞和雷家骕(2014)也提出，基于科学的创新与基于技术的创新能共同驱动创新体系完善。科学与技术耦合在实现不同行业创新

发展中存在结构性差异：基于科学的创新是促进抗生素行业发展的主导创新路径，而在半导体行业的创新发展中，创新由基于

科学的创新逐渐向基于技术的创新转变[8]。杨中楷等(2016)强调，一般来说，科学、技术均衡发展有利于科学与技术耦合，如物

理学领域，但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非均衡发展就不利于科学与技术耦合，如化学、生理学等领域会出现技术学科发展较快的

现象，这些领域的技术发展有利于促进科学与技术耦合。 

在现有理论支撑下，出现了大量关于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方法是采用与专利、文献

互引情况相关的指标评价耦合问题。如 Verbeek 等[9]、Guan 等[10]采用专利文献和非专利文献交叉引用的绝对数作为科学与技术

耦合效果的替代指标，实证发现，科学与技术发生耦合的概率为 80%,且主要集中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学、药剂学等

特定 7%的技术领域，通讯、半导体、光学等领域发生耦合的情况较少见；吴菲菲等[11]研究发现，在化学、物理等学科领域，技

术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性，其科学知识与应用技术在相互影响过程中也易发生跨领域转移；杜建等[12]建议采用基于专利的 ESI

高被引论文共被引聚类和基于论文的 OECD三方专利耦合聚类两条路径，引导科学与技术耦合，从科学与技术交叉角度描绘全球

创新前沿及其交叉结构。 

上述方法主要从学科发展视角评价科学与技术耦合。随着科技创新不断复杂化，科学与技术耦合不仅可以表现为学科内部

或学科之间的专利、文献互引产生的显性耦合，还可以表现为打破时间、空间界限发生的隐性耦合。为此，有学者通过构建科

学与技术关联度指标探讨这一问题。如 Bernardes & Albuquerque[13]以单位科学的技术产出弹性为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的替代指

标，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耦合效果较好，科学发展促进技术进步的门槛也较高，且科学的基础性作用更突出，

欠发达国家的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长期欠佳，基础科学研究环节也较薄弱；Gao[14]按科学与技术关系强弱聚类分析了中国各省份

科学与技术耦合情况，并据此提出区域差异化的科技创新建议；董珏[15]考虑了科学与技术间的时间转化差异以及产出关联性与

引用关联性等因素，将能够反映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的指标扩展为 12项，据此评估科学与技术相互转化效率；杜斌和徐飞[16]将

论文与专利关联度指标作为耦合强度的替代指标，研究发现，高校的科学研究实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

高关联发展水平的高校能在较高水平科学研究基础上产生更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成果；樊霞和宋丽[17]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例，采

用专利技术组合分析方法，发现在基于科学的创新模式下，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在创新特征以及与产业技术

能力的匹配度上差距较大。 

以上研究均围绕科学与技术耦合的封闭系统展开，还有一类评价是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探讨科学与技术耦合在开放系统中的

评价问题。如 Zhao[18]通过构建联立差分方程模型实证探究纳米技术领域科学与技术的互惠依赖关系，发现纳米技术的发展依靠

科学推动，而不是技术拉动或需求拉动，相关科学研究体系的完善是纳米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提；Chaves[19]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

探究科学与技术耦合在国家创新系统和健康创新系统中的表现，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系统中的表现均较

好，而欠发达国家的耦合效果欠佳；陈锐等[20]从科学与技术交互视角，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

研究发现，科学—技术的交互效应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双向影响。 

现有研究不仅评价了科学与技术的显性和隐性耦合问题，还评价了在封闭与开放系统中科学与技术的耦合问题。本研究认

为，科学与技术互动不仅会产生互补效应，还会产生成本效应，且创新体系就是在一种效应抵消另一种效应的基础上不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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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21]。因此，科学与技术耦合的实现不仅仅是错综复杂的非线性过程，还是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科学与技术耦合系统是

一个受系统内外因共同影响而发生演化的开放系统，有必要在区分影响耦合系统内外因的基础上，刻画科学技术化强度和技术

科学化强度的演化情况，并采用科学技术化强度和技术科学化强度共同表征科学与技术的耦合状态。由于科学技术化强度和技

术科学化强度是两个不可测控变量，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变量分别并入两个可测控模型，构建包含科学、技术的投入与产出、人

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等因素在内的一组状态空间模型展开分析。 

1.2理论基础 

依据学界对科学与技术及其耦合概念的理解，本文将科学、技术均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两者在相关因素作用下发生相互转

化或互动融合形成的系统，即为科学与技术耦合系统。科学与技术在探索思维模式、探索过程、研究活动取向、存在形态、价

值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和异质性，不仅促使两者有相互融合的吸引力，也有相互排斥的倾向。 

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科学与技术作为独立体，各自既是孤立的，又是静止的，但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史，科学与技

术是在相互间紧密配合、相互转化、互动融合的倾向下发展的，且这一互动行为对两者的融合过程存在正面影响效应。另一方

面，科学与技术的性质差异导致两者在融合过程中有相互排斥趋势，为促成两者融合付出的成本，即为科学与技术耦合成本。

科学与技术的异质性对两者的融合过程存在负面影响效应。 

除科学与技术的自身性质外，创新人才参与、创新资本投入、科技政策等均会对两者的融合过程产生影响。虽然科学与技

术异质性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但外部因素刺激不仅可以降低科学与技术异质性引发的负面效应，还能提高两者互补带来

的正面效应。 

综上，科学与技术互补的内生性作用以及创新人才参与、创新资本投入、科技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外生性作用，对科学与技

术融合过程产生的正面影响效应，即为科学与技术互动产生的互补效应。此处将互补效应界定为，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促进作用(互

补关系)每增强 1%引起的效应水平变化。科学与技术异质的内生性作用以及创新资本不足、创新人才缺乏、科技政策弱视等因素

的外生性作用，对科学与技术融合过程产生的负面影响效应，即为科学与技术互动产生的成本效应。此处将成本效应界定为，

在考虑科学与技术异质性情形下，两者相互分离倾向每增强 1%引起的效应水平变化。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由科学与技术互动产

生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两方面决定，且耦合是在一种效应抵消另一种效应的基础上实现的。 

假定在图 1 中，科学与技术互动的互补效应用直线 A 表示，科学与技术互动的成本效应用直线 B 表示。图 1 表示在任意科

学与技术互动程度下，效应均衡线 C 以下的效应水平均表现为成本效应，均衡线以上的效应水平均表现为互补效应。即使科学

与技术互动程度较高，但若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分离倾向较两者的相互促进倾向强，则两者的互动仍主要表现为成本效应，如图 1

的长方形 abcd所示。互补效应越大，互动程度就越高。图 2表示对于互动程度均衡线 D而言，均衡线左侧的互动程度均表现为

成本效应，均衡线右侧的互动程度均表现为互补效应。只有科学与技术互动程度超过均衡水平，两者的互动才会表现为互补效

应，如图 2的长方形 abcd所示。互动程度越高，互补效应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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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固定效应水平下的成本效应 

 

图 2固定科学与技术互动程度下的互补效应 

2 研究设计 

2.1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科学与技术耦合系统由科学技术化子系统(记为 S1)和技术科学化子系统(记为 S2)构成，且这两个子系统与科学系统、技术

系统存在如图 3所示的关系，互不包含且部分重叠。同时，假定： 

(1)不仅技术研究活动的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参与 IT会对技术产出 T有影响，而且科学技术化进程也会影响技术产出 T;

不仅科学研究活动的资本投入 IS会对科学产出 S有影响，而且技术科学化进程也会影响科学产出 S。 

(2)科学技术化强度 XT和技术科学化强度 XS均是不可观测变量，难以控制其变化过程。 

(3)科学技术化强度 XT(t)和技术科学化强度 XS(t)一方面会受各自前期状态 XT(t-1)、XS(t-1)影响，另一方面还会受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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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开放度等外界因素 U干扰。 

(4)S1和 S2状态不具有连续性，呈离散化特点。t 期 S1状态会受 t-1 期科学技术化过程影响而发生演化，并进一步对科学投

入促进技术产出水平的提升过程产生增强效应；S2状态在系统内外因影响下，会进一步对技术投入促进科学产出水平的提升过程

产生增强效应。 

为探究各子系统分别对耦合系统的作用，本文为两个子系统分别构建状态空间模型，以反映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 

式(1)为 S1的状态空间模型，表示 t期技术产出水平不仅受 t期 S1状态影响，还受 t期技术投入水平影响。 

 

其中，XT(t)为 t期具有可变影响效应的 S1状态矩阵；AT、BT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系数矩阵；CT为单位资本投入的技术

产出弹性矩阵，具有不变影响效应；IT为资本投入，可能包括参与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投入技术研究的科技经费以及

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数。S1的状态空间模型可界定为(AT,BT,CT,XT),由 S1系统的产出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 

同理，构建 S2的状态空间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XS(t)为 t期具有可变影响效应的 S2状态矩阵；AS、BS为实数矩阵；CS为单位资本投入的科学产出弹性矩阵，具有不变

影响效应；IS为资本投入矩阵。S2的状态空间模型可界定为(AS,BS,CS,XS)。 

 

图 3科学系统、技术系统、科学技术化子系统与技术科学化子系统之间关系 

2.2耦合效果评价标准设定 

假定变量 u(t-1)外生于系统状态变化，设定Δx(t)为 t期 S1或 S2状态值的平均变动百分比，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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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b1u(t-1,i)-b2u(t-1,i-1)≈0,则Δx(t)可以反映 S1或 S2状态受内生变量的影响情况，且随着科学、技术产出增加，存在

以下两种情形：①若 Δx(t)≥0,科学技术化或技术科学化强度逐渐增大，表现为科技互补效应增大；②若 Δx(t)<0,科学技术

化或技术科学化强度逐渐减小，表现为成本效应增大。 

本文将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的表现形式划分为 4 类，即技术化进程的互补效应(ΔxT(t)>0)、技术化进程的成本效应

(ΔxT(t)<0)、科学化进程的互补效应(ΔxS(t)>0)和科学化进程的成本效应(ΔxS(t)<0)。互补效应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相

互促进作用，成本效应则意味着两者融合过程中的排斥倾向产生了互动成本。 

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是由两者互动产生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决定的。成本效应意味着科学与技术存在分离倾向，会削弱

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效应，减弱两者的耦合效果。为进一步评价科学与技术的耦合效果，根据技术化进程和科学化进程的互补效

应或成本效应变动，本文将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划分为 5 个等级，即优质耦合、良好耦合、中级耦合、初级耦合和无耦合，如

表 1所示。 

表 1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等级划分 

耦合效果等级 科学技术化进程 技术科学化进程 

优质耦合 互补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增大 

良好耦合 互补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减小 

 
互补效应减小 互补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减小 互补效应增大 

中级耦合 互补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减小 互补效应减小 

初级耦合 成本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减小 成本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增大 互补效应减小 

无耦合 成本效应增大 成本效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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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耦合的进一步探讨 

在构建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评价等级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明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路径，本文继续探讨耦合系统的状态演化

过程。为分析状态演化的主导路径，首先界定耦合强度的概念，即技术化强度与科学化强度之差(xT(t)-xS(t))。记耦合强度的

临界值为γ1和γ2,且γ2<γ1。若 xT(t)-xS(t)>γ1,则演化路径以科学技术化为主导，形成科学强势耦合路径；若 xT(t)-xS(t)<γ2,

形成技术强势耦合路径；若γ2≤|xT(t)−xS(t)|≤γ1γ2≤|xΤ(t)-xS(t)|≤γ1,形成科技中立耦合路径。具体地，科学强势

耦合路径是指在特定时段内，科学与技术发展主要通过结合已有知识基础，并依赖于新技术发明的创新过程。相反地，技术强

势耦合路径则反映科学与技术发展主要依赖于新科学发现的创新过程。若时间段足够长或对某些高科技产业而言，科学与技术

耦合的发生需要同时依赖新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发明，此时科学与技术发展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 

3 案例分析 

由于重庆和西藏自治区数据不全，不纳入统计，因此本文以我国内地 2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前文设计的评价方法探讨

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问题。 

3.1数据来源 

3.1.1产出指标 

关于科学变量的选取，本文采用国内外科技论文发表量、科技著作量以及研究与发展课题(项目)数 3 个指标作为科学的衡

量指标。国内外学术论文发表能够体现全人类共同财富增量，符合科学发现特征；著作也是科学创新累积的重要成果，能够体

现人类知识财富累积状况；研发课题(项目)是开展科学创新的重要方式，一般而言，研发课题(项目)数越多，科学创新活动就

越多。 

关于技术变量的选取，本文采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数作为技术的衡量指标。申请授权后的专利便会受到法律

保护，具有独享性，具备技术特征。但通用技术属于公共物品，不是本文关注重点。 

3.1.2投入指标 

本研究以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投入的替代指标，以 R&D 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科学、技术研究资本投入

的替代指标，这两类数据均由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3类机构的投入份额构成。 

首先，由于 1993—2000 年与 2001—2009 年对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统计口径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 1993—2000 年及 2010

年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数进行估计。由于 2008、2009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同时统计了大中型工业企

业和规上工业企业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和 R&D人员数，本文采用式(4)对 1993—2000年及 2010年以后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学家、

工程师数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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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1993—2016年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学家、工程师数统计口径一致，因此不需要对其进行估计。不论是大中型工业

企业还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其研究人员均由科学研究人员和技术研究人员构成，差异在于人员占比。假定大中型工业企业、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占比分别为 2∶8、2∶8 和 8∶2,由此可以估计得到参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与

工程师数。 

其次，有必要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 R&D经费内部支出进行估计。由于 2008、2009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同时统计了

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的 R&D经费内部支出，本文采用式(4)对 1993—2007年及 2011年以后的大中型工业企业 R&D经

费内部支出进行估计。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 R&D经费内部支出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研发活动经费支出构成。

徐庆瑞[22]指出，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分别围绕科学研究活动、技术创新活动展开，而应用研究则同时包含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

两种创新活动。假定在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中，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经费投入比例各自为 50%,科学研究经费包含了所有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技术研究经费包含了全部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据此，可以估计得到科学、技术研究的 R&D经费内部支出。 

此外，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参与研究活动的研究生数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科学研究投入水平；对于技术研究而言，有技术

开发机构的企业数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3.1.3外生变量选取 

外生变量是指对系统状态具有外生影响的变量，可用于控制除内生变量外的外部因素变化。本文外生变量包括人口数、固

定资产投资额和开放度。 

卢馨
[23]

研究发现，创新资本投入到获得科技产出的 1 年滞后期相较于 2 年滞后期，滞后期取 1 年时相关系数更为显著。这

与逄淑媛等[24]、梁莱歆等[25]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本文假定从创新资本投入到取得创新产出的滞后期是 1 年。本文数据来源于

1994—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2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评价 

在求解状态空间模型的基础上，计算得到 t-1 期和 t 期两系统的状态值，即技术化强度 xT(t),xT(t-1)和科学化强度

xS(t),xS(t-1)。系统状态值 x(t)和 x(t-1)的变动特征包括强度均提高、强度均减弱以及强度同时出现提高和减弱 3种情形，由

此可分别将技术化子系统和科学化子系统的状态变动特征划分为 3类，如表 2所示。 

3.2.1科学技术化过程分析 

第一类，S1系统状态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均提高。一方面，以浙江、河南、四川等地区为代表的技术化

进程互补效应不断增强(xT(t-1)>0,xT(t)>0),表明这些地区的科学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以福建、广

西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化进程成本效应逐渐减小(xT(t-1)<0,xT(t)<0),即科学技术化强度为负且不断降低。当前，福建、广西的科

学、技术研究活动仍存在显著“孤岛现象”,校企合作进程推进缓慢，导致科学与技术互动的成本效应仍覆盖互补效应，科学促

进技术的门槛较高。但从成本效应逐渐减小看，科技人才不断引入以及资本投资等科技政策不断落实已有效降低科学与技术融

合发生的成本。 

第二类，S1系统状态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均减弱。一方面，以吉林、江苏等地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化进

程互补效应不断减小，这些地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科学促进技术的门槛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以河北、贵州等地区为代

表的科学技术化进程成本效应增大，即科学技术化强度为负且不断降低，同时，以云南、辽宁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化进程成本效

应逐渐增大，且互补效应不断减小。河北、贵州、云南等地区的科学水平逐渐落后于其技术水平，使得科学促进技术的门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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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科学与技术互动成本也逐渐增加。 

第三类，S1系统状态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同时出现提高和减弱两种情形，科学技术发展出现集群差异化，

并表现为 4 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以北京、黑龙江为代表的技术化进程成本效应在 t-1 期减小，并在 t 期增大；第二种情形是

以山东、湖北为代表的技术化进程互补效应在 t-1 期减小，并在 t 期增大；第三种情形是以广东为代表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

均减小；第四种情形是以陕西和甘肃为代表的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均增大。上述情形反映地区科学对技术的影响

效应仍不稳定，地区科技发展出现了内部分化，部分地区科学的影响门槛提高了，另有部分地区科学的影响门槛降低了。这可

能是由不同领域科技差异化发展引起的。 

表 2 t-1期与 t期技术化强度变化 3类趋势 

S1系统状态趋势 省份 xT(t-1) xT(t) 互补效应 成本效应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提高 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山西、湖南 >0 >0 增大 无 

 
福建、广西、江西 <0 <0 无 减小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减弱 吉林、江苏、内蒙古 >0 >0 减小 无 

 
河北、贵州、天津 <0 <0 无 增大 

 
云南、辽宁 

  
减小 增大 

t-1期和 t期科学技术化强度 

同时出现提高和减弱的情况 
北京、黑龙江、安徽 <0 <0 无 减小/增大 

 
山东、湖北、海南 >0 >0 减小/增大 无 

 
广东 >0 <0 减小 减小 

 
陕西 <0 >0 增大 增大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0 <0 增大 增大 

 

3.2.2技术科学化过程分析 

技术科学化子系统的系统状态也可以分为 3类，如表 3所示。 

第一类，S2系统状态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均提高。以天津、河北等地区为代表的科学化进程互补效应增

大(xS(t-1)>0,xS(t)>0),表明这些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提高科学产出水平。 

第二类，S2系统状态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均减弱。以山东、河南等地区为代表的科学化进程成本效应增

大(xS(t-1)<0,xS(t)<0),表明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逐渐落后于其科学水平，使得技术促进科学的门槛不断提高，且科学与技术互

动活动逐渐减少。 

第三类，S2系统特征表现为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同时出现提高和减弱两种情况。以北京、浙江为代表的科学化进程

在 t-1 期逐渐减缓，在 t 期逐渐加快。在 t-1 期和 t 期，上述地区技术促进科学的门槛变化方向存在差异，即地区科技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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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内部分化，部分地区技术影响门槛提高了，另有部分地区技术影响门槛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不同领域科技差异化发展引起

的。 

表 3t-1期与 t期科学化强度 3类趋势 

S2系统状态趋势 省份 xS(t-1) xS(t) 
互补效

应 

成本

效应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提高 
天津、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江苏、湖南、福建、广

东、广西、四川、贵州、黑龙江、吉林 
>0 >0 增大 无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减弱 
内蒙古、上海、河南、山东、辽宁、云南、江西、陕西、

甘肃、海南、青海、宁夏、新疆 
<0 <0 无 增大 

t-1期和 t期技术科学化强度同时

出现提高和减弱的情况 
北京 >0 >0 

减小/

增大 
无 

 
浙江 

 
>0 

减小/

增大 
增大 

 

3.2.3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评价 

山西、湖南、四川的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最好，其技术化进程和科学化进程的互补效应均增大。而科学与技术创新程度较

高的江苏、福建、吉林等地区，其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仅呈现为良好耦合，在技术化进程和科学化进程中，一项进程的互补效

应增大，另一项进程的成本效应则在减弱。这是因为，虽然山西、湖南、四川的科学技术发展并不是最快的，但凭借其科学的

快速累积及其对技术开发的驱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在当前产业化状态下，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进而实现有效

融合。江苏、福建、吉林等地区虽然也很重视科学、技术研发活动的开展，但科学技术转化平台构建仍不能完全适应现有科学

技术水平，在探寻科学与技术耦合的新增长点过程中，转化平台构建仍需进一步加强。 

同时，科技创新程度较高的上海，其科学技术互动仅表现为中级耦合，技术化进程的互补效应增大，而科学化进程的成本

效应却减小。这是由于，虽然上海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但当前科学技术转化平台仍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推进

要求，导致其创新水平提高拉大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与上海同为中级耦合效果的天津、河北、贵州等地区，其技术化进

程的成本效应和科学化进程的互补效应均增大。一方面，在技术化进程中，上述地区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存在分离倾向，导致产

业化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科学化进程脱离了产业化轨道，使得上述地区难以模仿上海快速实现产业转型。 

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呈现初级耦合状态的省份包括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上述地区不仅科技发展较为落后，

而且其科技发展主要依赖单一科学或技术研究部门的创新模式，导致科学与技术发展易出现脱钩现象。 

此外，部分地区技术化进程和科学化进程可能出现多重效应叠加现象。如北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呈现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不仅技术化进程的成本效应可能增大或减小，而且科学化进程的互补效应也可能增大或减小，因此北京的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

可能由良好耦合状态演变为初级耦合状态，也可能由初级耦合状态演变为良好耦合状态。对于浙江而言，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

可能由优质耦合状态演变为中级耦合状态，也可能由中级耦合状态演变为优质耦合状态。耦合效果之所以存在动态演变过程，

是因为在当前国家政策提倡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的背景下，随着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导致科学与技术

互动在不同产业所处周期可能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科学与技术耦合效果也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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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耦合的进一步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省份所属的耦合路径类型，首先求取临界值γ1和γ2,包括以下步骤：①依据 的

取值，将 29个省份划分为两组，分别为 和

组中，剔除强度最高省份和强度最低省份后，求得该组平均耦合强度 ,即为 γ1 的取值， ③在

组中，剔除强度最高省份和强度最低省份后，求得该组平均耦合强度 ,即为 γ2 的取值，

γ2(t)=3880.10,γ2(t-1)=4042.80。 

依据上文对耦合路径的判定准则，可以得到 29个省份的耦合路径类型。由表 4可知，各省份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存在两个

特征。 

(1)62%的省份耦合路径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其中东部地区省份占比较高，为 26.92%,其次是中部地区，占比为 23.08%,最

小的是西部地区，占比为 16%。科学与技术耦合表现为科学强势路径和技术强势路径的省份占比分别为 27%和 23%,即技术强势路

径的省份占比最小，如表 5 所示。一般地，科学与技术互动发展的初始阶段主要表现为技术对科学的推动，后来则表现为科学

对技术的推动。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是从市场化制度开始的
[26]
,市场化制度的完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们对物质需求的

消费欲望。因此，为增加生产环节的产品供给，提高技术水平的需求就变得更迫切，从而加快了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对东

部地区而言，较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使得科学与技术互动更为频繁，但在发展中国家国情背景下，政策导向驱使中国科学与技

术互动发展较为均衡，即耦合路径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的省份较多。同时，中国市场化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刺激了科学在技术上

的应用，由此提高了科学强势路径占比。 

(2)绝大多数省份的科技耦合路径较为稳定，而广东、江西和安徽 3省在 t-1期和 t期的耦合路径存在差异，科技发展路径

较不稳定。广东的科技发展在 t-1 期表现为科学强势路径，在 t 期则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江西的科技发展在 t-1 期表现为技

术强势路径，在 t 期则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因此，科学与技术发展在广东、江西内部存在有效的周期性互动。这一实证结果

也证实了科学对技术的推动是从市场化制度开始的。广东更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促进了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生产消费水平

较为落后的江西，其科技互动更多表现在第一层面上，即技术对科学的推动，因此上述两个地区 t-1 期的主导耦合路径表现形

式不同。不稳定的科技发展路径表明广东、江西的科技互动较为紧密，但不同经济环境导致驱动科技发展的主导路径不同。 

4 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随着经济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科学与技术耦合系统已成为一个受系统内外因共同影响而演化的开放系统，且耦合系统状态

在系统内外因共同影响下会产生多变量控制问题(难测控问题),因此本文为耦合系统构建了状态空间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对中

国内地 29个省份的科学技术化强度和技术科学化强度进行表征，从这两方面评价科学与技术的耦合效果，并测度各地区科学与

技术发展所属的耦合路径类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省份的科学技术化进程和技术科学化进程演化效应差异化显著。在科学技术化进程中，各省份科学与技术耦合表现

出的互补效应和成本效应差异化较为均衡；在技术科学化进程中，各省份科学与技术耦合主要表现为互补效应增大或成本效应

增大。 

表 4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判定 

省份(市) 
 

γ1(t) γ2(t) 
 

γ1(t-1) γ2(t-1) 耦合路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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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0 
  

-15.59 
   

天津 -36.28 
  

-36.96 
   

江苏 339.67 
  

339.34 
   

浙江 254.21 
  

276.92 
   

山东 623.21 
  

2607.60 
   

海南 47.81 
  

47.92 
   

吉林 214.99 -756.00 3880.10 217.68 -367.90 4042.80 科技中立 

山西 -80.20 
  

-81.86 
   

黑龙江 -306.87 
  

-307.41 
   

湖北 -75.69 
  

-72.22 
   

湖南 -1.99 
  

16.26 
   

甘肃 -206.12 
  

-302.78 
   

陕西 71.26 
  

188.32 
   

四川 38.51 
  

43.99 
   

福建 -1790.60 
  

-1875.20 
   

河北 -35367 -756.00 3880.10 -33967 -367.90 4042.80 技术强势 

广西 -2711.30 
  

-2744.20 
   

贵州 -1575.60 
  

-1587.30 
   

辽宁 7209.97 
  

7170.83 
   

上海 18724.30 
  

18574 
   

河南 1714368.00 -756.00 3880.10 1703303 -367.90 4042.80 科学强势 

云南 6631.93 
  

6624.24 
   

内蒙古 4518.31 
  

4603.42 
   

广东 -102.28 
  

4423.05 
   

江西 -226.95 -756.00 3880.10 -479.26 -367.90 4042.80 多种路径并存 

安徽 -1939.60 
  

1940.20 
   

 

表 5东、中、西部 3类耦合路径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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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科技中立路径 26.92 23.08 16 

技术强势路径 7.69 7.69 7.69 

科学强势路径 11.54 7.69 7.69 

 

(2)科学与技术之间发生优质耦合并不意味着地区科技发展最快，如湖南、四川等。虽然江苏、福建、天津、上海等地区科

技发展速度较快，但科学与技术耦合仅达到良好或一般程度。一些地区不同产业交替更新促使其产业结构不同，科学与技术互

动在不同产业所处周期也可能存在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科学与技术耦合出现多重效应叠加现象，如北京等。 

(3)大多数省份的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表现为科技中立路径，其中东部省份比例较高，其次是中部省份，最小的是西部省份。

科学与技术耦合表现为科学强势路径和技术强势路径的省份占比分别为 27%和 23%,即技术强势路径的省份占比最小。绝大多数

省份的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较为稳定，而广东、江西和安徽 3省在 t-1期和 t期的耦合路径存在差异，科技发展路径较不稳定。 

4.2建议 

(1)对于科学化进程表现为成本效应增大的省份，如上海、浙江、辽宁、海南、山东等，政府应通过转变科研政策导向，消

解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分离倾向。一方面，政府需要调整研发投入结构，提高科学研究在 GDP 中的比重，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对

技术突破与创新增长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从人力资本投入着手，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设备、资金支持，提高科学研究

人员的研究热情。 

(2)对于科学化进程表现为互补效应减小的省份，如浙江、北京，政府应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科研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打通科

学研究与技术研究联系的纽带，使科学研究与相关产业(企业)的对接模式更多元化，提高科学研究成果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

利用效率。 

(3)对于技术化进程表现为互补效应减小的省份，如吉林、江苏、内蒙古、辽宁、广东等，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高校、

科研院所)科学研究特点，提高科学研究与先进技术的耦合程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再造和自主创新水平。为提高企业整体科

研实力和创新水平，科研投入政策应围绕优势基础学科制定，依托各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优势和优势基础学科，尽可能

使有限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优势学科与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互补作用。同时，政府应在打通科学研究与技术升级的连接

渠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突破式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4)对于技术化进程表现为成本效应的省份，如福建、天津、河北、广东、辽宁、甘肃等，政府应着手巩固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制定相关科研政策，鼓励企业与相关基础学科带头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从而有效降低企业获取论文、

实验报告等书面科技成果的成本，也能够帮助企业快速高效吸收、运用前沿知识，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热情，提高科学研究成果

向产业化生产转化的速度。 

4.3研究展望 

当然，本文还存在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由于不同类型产业在科学与技术耦合中的职责和作用各不相同，科学与技术

耦合度较高的产业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带头参与和示范作用，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学、药剂学等产业，同时，鼓励

和引导耦合度较低的产业积极挖掘科学与技术耦合潜力。因此，科学与技术耦合环节的细化不仅可以从地区层面着手，还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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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从产业层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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